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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3) 的数据，本文从媒介接触的角度探讨了当

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相较于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

的青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 社会交往与特定价值观念对互

联网使用的负面影响具有缓冲作用。随着与朋友聚会频率的提高，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青

年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 对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年和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青年

来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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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在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以及功能方面区别较大; 其若干属性又可能导致使用

者陷入较低的社会信任状态。那么，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其社会信任水平会更低吗? 回答

该问题具有学术和政策意义。首先，无论是通过理论推演还是朴素观察，都可以推测互联网使用和社

会信任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但还缺乏定量研究的支持。其次，转型期的社会稳定与社会信任密切相

关，只有厘清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才有利于政府制定有效的社会治理策略。
考虑到互联网在青年当中的普及率较高，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 17 岁至 40 岁之间的青年人

群。关注的基本问题是: 对青年来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如何影响其社会信任水平?

一、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开始关注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通过分析 1982 年和 1997
年美国的调查资料，詹宁斯和蔡特勒( Jennings ＆ Zeitner，2003) 发现，网民和非网民在社会信任水平

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同样，通过分析 2000 年美国的调查资料，尤斯兰纳( Uslaner，2004 ) 发现，人们

上网的频率、时长、是否在网上成功交友、是否有网购被骗经历等与其社会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

关联。但是，也有研究指出，某些互联网行为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比如，通过研究

美国民众的网上购物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穆茨( Mutz，2009 ) 发现，当人们具有正面网上购物经

历后，其社会信任水平会显著提高; 相反，当人们具有负面网上购物经历后，其社会信任水平会有所

下降。不过，该研究无法排除这种社会信任水平只在短期内维持的可能。
网络社交媒体的使用和社会信任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比如，巴伦苏埃拉等( Valenzuela et al. ，

2009) 针对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生的研究指出，大学生使用“脸谱网”( Facebook) 的强度与其社会信

任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布奇伦( Bouchillon，2013) 针对美国西南部某州立大学生的研

究指出，大学生使用“脸谱网”的强度与其社会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直接关联，但使用“脸谱网”
的强度与结合型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存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存在社交网络

使用间接助长社会信任水平的可能。
还有研究指出，某些互联网使用行为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比如，通过分析 1999

年美国的调查资料，莎亚等( Shah et al. ，2001) 发现，在网络上进行社交娱乐活动( 网络游戏、在线聊

天) 的 35 岁以下青年社会信任水平更低。达利赛等( Dalisay et al. ，2015) 针对美国中西部某公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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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本科生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逃避现实动机越强的网络游戏玩家，其社会信任水平显著越低; 而

社交动机越强的网络游戏玩家，其社会信任水平并没有显著越高。
因而，由于使用的具体资料、针对的研究对象及研究侧重点不同，不同研究结论之间不具有可

比性。我们也很难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把握个人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
就国内研究来说，互联网使用对公众态度和公民参与的影响效果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话题。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互联网使用与公众政治信任、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显示了互联网使用

的负面效果。例如，互联网使用与人们的政治信任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卢春天、权小娟，2015;

苏振华、黄外斌，2015; 游宇、张光，2015 ) ，与制度化政治参与( 如投票) 呈负相关关系 ( 臧雷振等，

2013) ; 互联网使用提高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如抗议) 的可能性( 陈云松，2013) ; 等等。
但国内研究也有其局限性。首先，相较于政治信任，社会信任是更为一般化的信任形式。然

而，媒介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其次，基于实证研究的多数研究认

为，互联网使用对公众态度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但很少有研究从实证角度探讨其中的缓冲机制。
因此，在探究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如何影响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

哪些因素有可能对互联网使用的社会信任影响产生调节效应。

二、研究假设

以信息流动是否具有互动性以及“把关人”角色的强弱，我们可以把媒介分为传统媒介( 报纸、
杂志、广播、电视等) 和新媒介( 互联网) 。在传统媒介上，公众所获得的都是经过“把关人”过滤后

的信息( 卢春天、权小娟，2015) ; 而互联网为用户带来了真正的个性化、去中心化和信息自主权，信

息的生产者从原来的政府部门或传媒企业转换到社会公众。因此，从把关理论来看，相较于传统媒

介，互联网发布的负面社会信息有可能更多。
通过对凤凰和网易两个门户网站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李强、苏慧丽( 2014) 发现，受众在选择

阅读网络新闻时更倾向于关注负面新闻。对网络新闻关注度的负面偏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

包括进化论和生物机制论( Ｒozin ＆ Ｒoyzman，2001) 。其中进化论认为，人们偏好关注负面新闻是

因为负面信息代表危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们已发展出对危险快速反应的技巧和能力，因此不

可避免地注意到负面信息，这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生物机制论则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人

本身具有对负面危险事件敏感的特质，类似身体内有一架危险控制装置以方便个体及时从危险环

境中撤出。相较于传统媒介，互联网的时空限制更小，公众对信息的选择性获取更加自由。因此，

从负面信息占优( negativity dominance) 理论的视角来看，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选择性关注

负面社会信息的可能性更高。因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和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相比，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的社会信

任水平更低。
社会交往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重视。卢曼( Luhmann，1979) 指出，信任是用来减少社会

交往复杂性的机制。巴伯( Barber，1983 ) 将信任视为一种通过社会交往所习得和确定的预期。格

兰诺维特( Granovetter，1985) 的嵌入理论( embeddedness theory) 认为，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同

时也“嵌入”到互动网络当中，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而信任是建立在互动基础之上的。杨中芳和彭泗

清( 1999) 认为，如果没有交往对象的认可及回报，便不会有信任行为。本文希望进一步探讨的是，面

对面的社会交往能否对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产生调节效应。因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在社会信任水平方面，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交往( 特指面对面交往) 较频繁的青年的负面

影响更弱。
除了强调社会交往对信任的影响外，巴伯( 1983) 还特别指出，信任是与文化情境密切相关的社

会现象。有研究指出，如果将儒家文化看成一种身份认同，那么中国人便因为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念

而成为一个共同体，这时认同儒家文化的人就表现出对他人的高度信任( 胡安宁、周怡，2013a)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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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对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人来说，即使他们接收到一些负面社会信息，“人性

善”的价值观念和共同体认同依然能支撑他们保持相对较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此外，在我国，中共

党员是颇为重要的政治身份，政治忠诚是选拔党员的重要参考标准。针对国内大学生的研究指出，

相较于非党员群体，党员群体的国家认同感更强( 杜兰晓、房维维，2013) 。中共党员较强的国家认

同有助于削弱网络负面社会信息对他们的影响。因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在社会信任水平方面，互联网使用对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年的负面影响更弱。
假设 4: 在社会信任水平方面，互联网使用对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青年的负面影响更弱。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2013 年数

据。CGSS 2013 覆盖中国大陆 28 个省级行政区( 不包括海南、西藏、新疆) ，480 个村 /居委会，每个

村 /居委会调查 25 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 1 人，总样本量为 11438 人。其中，17 岁至 40 岁的青

年样本量为 3898 人。在删除变量信息缺失或不完整的观察值后，总样本量为 3230 人。

( 二) 变量操作化
1. 因变量

因变量是社会信任水平。CGSS 2013 询问受访者“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

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1 = 非常不同意，2 = 比较不同意，3 =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4 = 比较同意，

5 = 非常同意) 。因变量的处理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按照同意程度由弱到强记为 1 至 5; 另一种

则将其转化为二分类变量，对回答“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和“说不上同意不同意”的赋值为 1; 对

回答“非常不同意”和“比较不同意”的赋值为 0。
2. 自变量

自变量是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CGSS 2013 问及受访者日常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包括报

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 包括手机上网) 和手机定制消息等几类媒介。本研究将以互联网为主

要信息来源的受访者归为一类; 以传统媒介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受访者归为另一类。以互联网为

主要信息来源的赋值为 1; 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赋值为 0。
3. 调节变量

包括 3 个调节变量。与朋友聚会的频率即一年内受访者与朋友聚会的频率( 1 = 几乎从不，2 =
一年数次，3 = 每月一次或以上) 。该变量作为度量受访者社会交往频率的指标纳入模型。受传统

文化影响的程度以受访者过春节、中秋节、元宵节、二月二、小年、端午节等 8 种中国传统节日的种

类数加上 1 作为代理变量。该变量的数值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受访者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程度

越深，或者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越强。中共党员即受访者拥有中共党员身份。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是否居于城市、是否流动人口、宗教活动参与频率、是否有工作、受教

育年限、人均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健康自评、主观阶层和居住省份虚拟变量等。

( 三) 统计方法

在以往分析媒介效应的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是自选择偏误，它主要指结果变量在某

种程度上被个人选择所决定( Cameron ＆ Trivedi，2005) 。具体到本研究，自选择偏误是指个体以特

定媒介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概率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因变量( 社会信

任水平) 。例如，一方面，男性往往更倾向从互联网获取信息; 另一方面，性别可能和社会信任水平

存在关联( 比如男性由于承载了相对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而持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 。因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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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单纯看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群体和以传统媒介( 主要是电视) 为主要信息来源的群体之间

的社会信任水平差异，我们难以判断这究竟是由不同媒介的传播效果差异造成的，还是由两类媒介

使用者的性别结构差异造成的。
为了尽可能削弱媒介使用所引发的自选择偏误，本文使用了倾向值分析的方法，在预测倾向值

的基础上使用倾向值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和倾向值加权( 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所

谓“倾向值”( propensity score) 是指被研究的个体在被控制可观测到的混淆变量的情况下被分配到

某一特定干预组的条件概率( Ｒosenbaum ＆ Ｒubin，1983) 。通过倾向值匹配或加权的方法，倾向值

相同的干预组( 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群体) 和控制组( 以传统媒介为主要媒介的群体) 所包含的

其他协变量不再具有系统性差异 ( Guo ＆ Fraser，2015 ) 。此 外，一 些 研 究 在 贪 婪 匹 配 ( greedy
matching) 的基础上利用匹配样本做进一步分析 ( 胡安宁、周怡，2013b; Guo et al. ，2006; Zhang，

2015) 。本文也进行了基于一对一最近邻匹配 ( one-to-one 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样本( 卡尺为
0. 025、无替换匹配) 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 1 匹配前后样本的个体层次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原始样本( N =3220) 匹配样本( N =1540)

均值( 百分比) 标准差 均值( 百分比) 标准差

社会信任 3. 17 1. 04 3. 13 1. 05

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 45. 00 50. 00

聚会频率 2. 49 . 62 2. 56 . 58

受传统文化影响程度 6. 28 1. 80 6. 38 1. 75

中共党员 8. 70 10. 06

年龄 31. 03 6. 33 30. 59 6. 14

男性 48. 70 50. 06

城市居民 68. 48 76. 36

在婚 74. 81 77. 14

流动人口 17. 58 17. 99

宗教活动参与频率 1. 40 1. 28

有工作 78. 27 79. 87

受教育年限 11. 58 3. 98 12. 20 3. 14

人均家庭年收入 9. 68 . 98 9. 77 . 86

自评健康 4. 20 . 85 4. 27 . 80

幸福感 3. 82 . 79 3. 85 . 77

主观阶层 4. 50 1. 59 4. 56 1. 61

本文基于匹配样本的多元回归模型将纳入“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变量与其他变量的交互

项。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和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可被视为两类群体，即使通

过倾向值平衡了混淆变量的群体间差异，这两类群体仍可能存在不同的未被观测到的异质性，如使

用 Logistic 或 Probit 系列模型可能引发残差变异( residual variation) 问题。对 Logistic 或 Probit 系列

模型来说，即使群体间的残差方差只存在较小差异，直接用交互项来比较群体间的系数差异仍会带

来很大偏差( 洪岩璧，2015) 。
在讨论如本文的定序因变量时，唐启明( 2012) 指出，使用常规最小二乘( ordinary least squares)

回归也是一种选择，一些以定序变量为因变量且涉及系数比较的研究使用了 OLS 模型以应对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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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变异( 胡安宁、周怡，2013b; 胡安宁，2014; Wang ＆ Xie，2015) 。本文在构造基于匹配样本的多

元分析模型时根据因变量性质分别使用了 OLS 模型和 Logistic 模型。表 1 展示了匹配前样本和基

于一对一最近邻匹配( 卡尺为 0. 025、无替换匹配) 的匹配后样本的个体层次变量基本情况。

四、研究结果

( 一) 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为了处理潜在的自选择偏误，本研究首先对倾向值进行了估算。以二分变量“以互联网为主要

信息来源( = 1) ”或“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 = 0) ”作为因变量，本文构造了 Logistic 模型( 见

表 2) 。该模型的 Pseudo Ｒ2 达到了 27%，表明拟合状态较为理想。因而可以认为该模型考虑到的

变量对个体是否选择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具有一定的预测力。从表 2 可以发现，相对年轻、男
性、居于城市、单身、学历较高、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宗教活动参与频率较低、居于东部地区的青年以

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可能性更大。

表 2 预测倾向值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N =3220)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最近邻匹配的平衡检验

匹配前 t 值 匹配后 t 值

年龄 － . 086＊＊＊ . 009 18. 92＊＊＊ . 04

男性 . 227＊＊ . 088 5. 80＊＊＊ . 97

城市居民 . 513＊＊＊ . 113 17. 44＊＊＊ . 60

在婚 － . 393＊＊ . 130 19. 79＊＊＊ . 36

受教育年限 . 229＊＊＊ . 014 32. 55＊＊＊ . 98

人均家庭年收入( ln) . 293＊＊＊ . 057 20. 49＊＊＊ . 47

宗教活动参与频率 － . 094* . 040 5. 39＊＊＊ . 25

东部地区居民 . 244* . 095 13. 39＊＊＊ . 00

常数项 － 3. 297＊＊＊ . 549

Pseudo Ｒ2 . 273

注: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双尾检验) 。下同。

我们通过倾向值匹配来评估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群体( 干预组) 和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

息来源的群体( 控制组) 在社会信任水平方面是否有显著差异。本研究使用了一对一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radius matching) 和核匹配( kernel matching) 三种匹配方法。经过各种匹配，每个混淆变

量( 年龄等) 的均值在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再具有显著差异，此时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匹配样本是
“平衡”的。表 3 报告了最近邻匹配的平衡检验结果，图 1 展示了实施一对一最近邻匹配( 卡尺为
0. 025、无替换) 前后的干预组和控制组之倾向值的核密度( kernel density) 分布曲线，经匹配后干预

组和控制组的两条曲线的交叠部分明显增大。这说明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缩小。同时，其他两种

匹配方案的匹配样本也都通过了平衡检验。
在表 3 中，ATT( 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是对干预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它等于

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者的平均社会信任水平( 1 至 5 评分) 减去他们被当成是以传统媒介为主

要信息来源者时的平均社会信任水平。同时，匹配样本中倾向值的取值范围被称作“共同支持域”
( common support region) 。由于共同支持域不总是覆盖研究的全部样本，对一些干预组样本可能找

不到相匹配的控制组样本，而且一些控制组样本可能并不被使用。因此匹配后的干预组和控制组

的案例可能并不等同于原始样本，即匹配是一个再抽样过程。在各种匹配方案下，ATT 的数值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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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异于 0 的负值。它们代表了与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相比，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

所导致的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程度。

表 3 倾向值匹配的分析结果

匹配方案
干预组 控制组

均值［T］ 案例数 均值［C］ 案例数

ATT
［T］－［C］

bootstrap
标准误

最近邻匹配 3. 073 770 3. 183 770 － . 110* . 055

半径匹配 3. 134 1445 3. 256 1748 － . 122* . 058

核匹配 3. 133 1449 3. 258 1771 － . 124* . 056

注: ( 1) 最近邻匹配: 一对一匹配，卡尺 = 0. 025，无替换，重复抽样 500 次。罗森鲍姆和鲁宾 ( Ｒosenbaum ＆
Ｒubin，1985) 建议了选 取 卡 尺 大 小 ( caliper size ) 时 的 标 准: 设 EPS = ln［( 1 － PS ) /PS］，“EPS”即 估 计 倾 向 值

( estimated propensity score) ，“PS”即倾向值( propensity score) ，S21 为干预组 EPS 的方差，S2OＲ 为控制组 EPS 的方差，

S = ［( S21 + S
2
OＲ ) /2］1 /2，则合理的卡尺大小为卡尺≤0. 25S，此处 0. 25S = 0. 314; ( 2) 半径匹配: 卡尺( 半径) = 0. 01，重

复抽样 100 次; ( 3) 核匹配: Epanechnikov 核匹配，重复抽样 100 次。

图 1 干预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值核密度图

表 3 报告的倾向值匹配的分析结果只是在通过参数模型( Logistic 模型) 估算了倾向值的基础

上简单比较了组间差异，因而是一种半非参数性方法( 胡安宁，2012)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匹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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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基于一对一最近邻匹配样本的多元回归和使用倾向值的分析———倾向值加权( 见表 4 ) 。
这样可以控制更多其他因素。

基于一对一最近邻匹配样本的多元回归只将匹配样本纳入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倾向值加权

并不对数据进行再抽样，因此所使用的案例和原始样本是相同的，从而避免了样本丢失问题。倾向

值加权的基本方法包括逆处理概率加权法( 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 和标准化死亡

比加权法( 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 weighting) 。IPTW 是以所有观察对象( 干预组和控制组合并的

人群) 为“标准人群”进行调整，即估计了 ATE( 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其中干预组样本的权重

为 1 /PS，控制组样本的权重为［1 / ( 1 － PS) ］( Ｒobins et al. ，2000) ; SMＲW 是以干预组观察对象作为
“标准人群”进行调整，即估计了 ATT，其中干预组样本的权重为 1，控制组样本的权重为［PS / ( 1 －
PS) ］( Sato ＆ Matsuyama，2003) 。

我们使用 OLS 模型和 Logistic 模型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由表 4 可以看出，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

况下，相较于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

显著更低，该结果在不同分析方案下都是成立的。以基于最近邻匹配样本的 OLS 回归分析为例，在

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较于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的

社会信任水平要低出 0. 12 个单位; 以基于最近邻匹配样本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为例，在控制了其他

因素后，相较于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对“绝大多数

人可信任”持赞成或中立态度的发生比要低出 21% ( 1 － e －0. 233 ) 。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 1。

表 4 基于匹配样本的多元回归和倾向值加权的分析结果

方案 分析结果

OLS 回归 系数 稳健标准误 Ｒ2 案例数

基于最近邻匹配 － . 116* . 054 . 098 1540

倾向值加权 ATE － . 140＊＊ . 048 . 083 3220

倾向值加权 ATT － . 148＊＊ . 050 . 112 3220

Logistic 回归 系数 稳健标准误 Pseudo Ｒ2 案例数

基于最近邻匹配 － . 233* . 117 . 054 1540

倾向值加权 ATE － . 321＊＊ . 108 . 049 3220

倾向值加权 ATT － . 366＊＊ . 117 . 070 3220

注: ( 1) “系数”即“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变量的回归系数; ( 2) 控制的其他变量包括聚会频率、受传统文

化影响的程度、是否是党员、年龄、性别、居于城市 /农村、是否在婚、是否是流动人口、宗教活动参与频率、是否有工

作、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健康自评等等; ( 3) 倾向值加权 ATE 和 ATT 都满足平衡假定。下同。

( 二) 社会交往与价值观对互联网影响的调节效应

表 5 报告了有关社会交往和价值观的变量与“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交互效应，所用样

本为匹配样本。模型( 1a) 、( 2a) 和( 3a) 的因变量为社会信任水平，使用的是 OLS 回归模型; 模型
( 1b) 、( 2b) 和( 3b) 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表中报告的是 Logistic 模型对应的平均偏效应 ( average
partial effects) ，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Logistic 模型的群体间系数不可直接比较的问题( 洪岩璧，

2015) 。模型( 1a) 和模型( 1b) 中的交互项系数都是显著异于 0 的正值。这说明，随着与朋友聚会

频率的升高，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青年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该结果支持了假

设 2。模型( 2a) 、( 3a) 和模型( 2b) 、( 3b) 中的交互项也都是显著异于 0 的正值。这说明，对受传统

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年以及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青年来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其社会信任

水平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弱，从而支持了假设 3 和假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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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社会交往与价值观对互联网影响的调节作用( N =1540)

( 1a) ( 2a) ( 3a) ( 1b) ( 2b) ( 3b)

以互联网为主
－ . 619*

( . 251)

－ . 842＊＊＊

( . 200)

－ . 170＊＊

( . 058)

－ . 277*

( . 114)

－ . 394＊＊＊

( . 081)

－ . 070＊＊

( . 027)

聚会频率
. 029

( . 063)

. 107*

( . 049)

. 107*

( . 049)

. 009
( . 027)

. 045*

( . 021)

. 045*

( . 021)

受传统文化影响
. 028

( . 017)

－ . 032
( . 023)

. 030
( . 017)

. 011
( . 007)

－ . 019
( . 011)

. 013
( . 007)

中共党员
. 108

( . 087)

. 125
( . 087)

－ . 152
( . 119)

. 049
( . 039)

. 058
( . 039)

－ . 056
( . 057)

互联网 × 聚会
. 196*

( . 095)

. 085*

( . 039)

互联网 × 传统
. 113＊＊＊

( . 030)

. 055＊＊＊

( . 014)

互联网 × 中共党员
. 552＊＊＊

( . 156)

. 194＊＊＊

( . 053)

Ｒ2 . 101 . 106 . 104

注: 表中数字为系数和稳健标准误，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一些基本结论。首先，相较于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以互联网为主要

信息来源的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这可能是由于互联网便利了社会负面信息的传播。其

次，社会交往与特定价值观念对互联网使用的负面影响会起到缓冲作用。随着与朋友聚会频率的

升高，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青年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这说明面对面的社交可

能有利于中和互联网对社会信任的负面影响; 同时，对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年以及拥有中共党

员身份的青年来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弱，这可能是因

为更强的国族认同有利于抵御互联网对社会信任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其一，并未完全排除媒介使用情况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只能说研

究结论有助于支持“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社会信任水平”的推论，但不能说它完备阐明了这种因果

关系。其二，只分析了互联网使用“量”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但是，人们侧重关注信息的类型不

同，互联网使用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效果会有所差异。其三，其他变量涉及的内生性问题未被

排除。例如，聚会频率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可能是双向因果关系，即可能存在联立性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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